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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律师界“拓荒者”：

学法律大有可为

“我个人在律师行业发
展的成长轨迹，可以说就是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律师行业
发展的缩影。”听记者道明采
访来意，杨律师快人快语。

从端着“铁饭碗”打官司
到创办宁波首家
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杨根飞：
律师当年是个“铁饭碗”

人物名片
杨根飞，54岁，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22岁从事律师工作，是宁波律师界第一批辞
职下海的律师，创办宁波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
所。曾任宁波市律师协会第一任副秘书长，后历任
理事、常务理事直至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等职。

2001年底，杨根飞决定离开象山到宁波发
展。2005年6月，他与人合伙创办了浙江甬泰律
师事务所。“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比，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权益更明晰，责任更重大。”

来宁波不久，他加入了宁波市委市政府信访
法律顾问团，参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信访接待活
动，参与信访事件的调研、听证论证。市政府设立
法律顾问团时，他又成了市政府的首批法律顾
问。对此，杨根飞深有感慨地说：“由此，我有更多
机会、更高层次参与到法治宁波建设中来，这对我
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重要。”

他以刑事辩护为例，说起了宁波法制环境完
善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他回忆，刚工作时，根据1979年的刑事诉讼
法，开庭前3天才通知律师，留给律师开展辩护准
备工作的时间非常少。当事人如果没能力请律
师，就没有律师为其做辩护。

1997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律援助
制度，由政府出钱为请不起律师的重大刑事案件
被告人指定律师。宁波市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很
快落实，走在了全国前列。自2013年3月至2017

年9月30日，宁波市为约1.5万名符合上述条件的
被告人指定了辩护律师。

随着在律师行业的深耕，杨根飞开始把更多
精力倾注于律师协会的工作中。“这个职业、这个
行业给了我很多，我应该有所回报。”

2003年，宁波市律师协会首次设立由执业律
师担任的副秘书长一职，杨根飞出任第一任副秘
书长。

2013年5月，宁波律协借换届之际，设立了监
事会，杨根飞出任监事长一职，这也是浙江省首个
律师协会监事长。

“截至2018年6月底，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
162家，律师总人数3036人，首次超过3000人。
2017年，全市律师事务所完成业务创收11.2亿
元，同比增长15.32%。”说起这些数据，杨根飞如
数家珍。

谈起宁波律师行业的发展趋势，杨根飞分析，
宁波律师行业从业人员将会持续增加，专业律师
将越来越多。他建议打算从事律师工作的青年学
子，要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务必使自己更精更专，
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1992年，杨根飞把“铁饭碗”给砸了——跳出
体制内，和两位同行创立了象山信大律师事务
所。这也是宁波市第一家、浙江省第二家合作制
律师事务所。

“为什么跳出体制？因为我认准律师这个行
业必然将走向市场，这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不
如主动去适应，第一个吃螃蟹。”杨根飞说，走出体
制的最大变化是，从过去的吃“大锅饭”变成了“自
己当老板”，干劲更足。客户也更愿意接受这样

“不吃皇粮”的律师。
1993年，杨根飞个人年收入超过1万元。在

当时，“万元户”还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头衔。
1998年，信大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从创立之
初的3人增加到15人，在省内县市区级律师事务
所中，是执业律师人数最多的一家。

与此同时，杨根飞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法
律顾问的业务在律师事务所所有业务的创收比重
不断攀升。“那时候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请

个法律顾问，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相当于给自己上
一道‘护身符’。一开始，法律顾问的收费很低，从
一年500元开始，但业务占比增长很快。”

薛先生是杨根飞的一个企业客户，他很庆幸
当时花了3000元一年的顾问费聘请杨根飞担任
企业法律顾问，从而挽回了400万元的损失。薛
先生的一个员工偷拿企业公章，为其他公司担保
了一笔贷款。等薛先生发现时，对方已几近破产，
其担保的400万元足以让企业遭受灭顶之灾。

杨根飞了解情况后，马上想到此前最高院出
台过一则司法解释，大意是当债务人陷入债务危
机时，保证人可要求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如债权
人不及时行使债权，保证人可以不用承担担保责
任。他马上代表薛先生的企业发函给债权银行，
从而免于承担担保责任。

“这之后，薛先生挂在口边的一句话就是，搞
市场经济，别的钱能省，法律顾问的钱，千万不能
省。”杨根飞笑着说。

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法治宁波建设中来
成为省内首位律师协会监事长

跳出体制，创办宁波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3000元一年顾问费，为企业挽回400万元损失

1986年，22岁的杨根飞从杭州大学法律系毕
业，分配到象山县律师事务所工作。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像我这样身
居海岛、家庭成分（中农）又不是太好的农家子弟，
是绝对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杨根飞说。

“我是‘文革’后象山的第一名法科生，当
时还没有律师资格证一说，我是拿着省司法厅
发的律师工作证上岗的。”杨根飞说，当时高中
政治老师蔡品利建议他填报法学专业，此前他
对法律行业一无所知，更不知“律师”为何物，
但蔡老师告诉他“法律会越来越重要，学法律
将大有可为”，他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当时
的时代大背景是，《律师暂行条例》于 1982 年
实施，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启
航。

毕业时，律师还是个“铁饭碗”，律师事务所是
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也是吃“大锅饭”，
与个人业绩没有关系。

杨根飞说，当时民众对律师职业的主流认知

就是“打官司”，法律顾问这类概念才刚开始萌
芽。律师行业内也没有现在分得这么细，而是接
到什么案子，就打什么官司。

入职的那年冬天，杨根飞办了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个刑事案件。“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这个
案子的细节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庭提出被告人
精神状态有问题，有必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但
当事人一审仍被判5年有期徒刑。一审宣判后，
我以辩护人的身份提出了上诉（当时的刑诉法允
许）。二审法官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给当事人作
了鉴定，证实其确实重度精神发育不全，改判无
罪。这个案子极大地鼓舞了刚从事律师职业的
我，我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和律师职业的神
圣与光荣。”

杨根飞说，这个案子对自己后来的职业生涯
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凭着科班出身的深厚学
识功底，他很快就在象山崭露头角。1988年，当
他接过县长颁发的县政府法律顾问聘书时，与会
人员惊呼“小鬼头哎”。

毕业后端着“铁饭碗”
辩护的第一起刑事案，感受律师执业的神圣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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